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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区际司法协助，内地与港澳采“安排模式”、大陆与台湾地区采“单向分别
立法结合双向协议”模式。尽管模式不同，表面上的属性不同，内地与港澳、大陆
与台湾的司法文书送达，主要依托公权力进行。不同模式下的送达规定互有异
同、各有不足。“安排”和“双向协议”的共同特点是双边协商、分别执行，最高人
民法院通过单方改进做法，制定司法解释以解决司法文书送达的困难，但也引发
如何理顺协商与执行问题的思考。我国区际送达应利用多种途径，且进一步提
高委托送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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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egional Service under Different Inter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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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r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China has different models，i． e．，Settlement
Model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he Hong Kong ＆ Macao，One-way Separate
Legislation with Mutual Agreement Model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Despite of
different models and different surface attributes， both the service of judicial
documents betwee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 Macao and the one acro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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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trait mainly depend on public power． The provisions of service under
different models hav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Settlement Model and Mutual Agreement Model are the
bilateral consultation and separate enforcemen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copes
with the difficulties in service of judicial documents by unilaterally improving the
method and enacting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However，it invokes the consideration of
how to coordinate the consulta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The interregional service in
China should utilize different way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ervice by
mandate．
Keywords:inter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interregional service;Settlement Model;Mutual
Agreement Model
一、不同的区际司法协助模式
(一)复合法域国家区际司法协助模式
复合法域国家对区际司法协助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从司法协助模式来看，大体上
可以分为 :宪法主导模式，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宪法第 4 条规定了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
“各州对其他州的公共法令、记录和司法程序应给予完全信任和尊重，并且国会可以一般法
令规定这种法令、记录和程序应予证明的方式及其效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条款中的
“司法程序”提供了充分发挥作用的保证，它要求各法域法院认可姊妹州诉讼的法律效力，因
而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具有一种“国家统一力”的效力［1］。但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只是为各
自独立的法律提供了一个自动互惠的环境，至于本州如何给予姊妹州司法协助，仍需按一定
条件，履行登记的简易手续［2］。瑞士联邦宪法也作了各州之间应相互提供司法协助的规定。
纲要统一立法模式，以前苏联为例。前苏联通过《苏俄民事诉讼纲要》统一立法来规
定区际司法协助关系，实际上是以最高法律效力来统一各加盟共和国区域之间的司法协
助行为，且各加盟共和国有关立法不得与之相抵触。这种统一立法纲要方式实际上达到
了消除区际诉讼法律冲突的效果，使涉及区域之间的司法协助行为基本上在无障碍情况
下得以进行［2］。
统一立法模式，以英国、澳大利亚为例。英国解决其本土法域之间的司法协助，采用的
是统一立法方式，实施有条件的区际司法协助。联合王国以统一的立法要求国内不同法域
之间相互认可对方诉讼程序的效力，但本法域仍有权按最低标准审查对方的诉讼行为，经审
查认为符合条件就给予司法协助。澳大利亚宪法第 118 条要求对澳联邦内各州的司法程序
给予充分信任，同时，澳大利亚的州际间司法协助还有联邦统一立法，根据澳大利亚联邦
《1901 － 1968 诉讼中的送达和执行法》，在澳大利亚联邦范围内各州之间的送达，就像在一
个州内送达一样简单易行。
(二)我国区际司法协助模式选择
参照以上模式，香港回归前，我国学者对中国未来区际司法协助提出了许多主张，如宪
法规定基本原则方式;制定统一的全国性法律方式;各法域分别立法方式;各法域签订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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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协议方式;借助国际条约方式等。这是对中国区际司法协助问题的积极探索，但是否适
应我国实际，需作进一步分析。
我国《宪法》除第 31 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
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外，并无关于区际司法协助问题的原则
性规定，因而，采用类似美国的宪法主导模式并不可行。前苏联纲要式统一立法和英国等统
一的全国立法的模式，显然不适应我国实际，因为我国各法域有各自的立法体系及司法系
统，且互不隶属，各法域的民商法律是平行平等的。借助国际条约方式指不同法域共同参加
同一条约，并在特定事项上适用条约的规定。港澳回归后，解决内地与港澳的司法协助并没
有采用这种方式，说明其不适宜，两岸更不可能采用该模式。国际条约适用于国际法主体之
间，港澳拥有的一定缔约权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台湾地区从 1971 年后不能参加只有主权
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条约，两岸没有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作为基础［3］。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95 条、《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93 条均规定，特别行政
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据
此，1999 年始，最高人民法院陆续颁布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
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港送达安排》)、《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
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查取证的安排》(以下简称《内澳送达和取证安排》)等
司法协助安排，从而开始了特有的“安排模式”。所谓“安排模式”就是内地与香港、澳门分
别签订有关安排，之后内地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予以公布，港澳则将安排具体转化
为本地法律予以实施。“安排模式”是我国就区际司法协助所作的有益尝试。从立法的角度
看，港澳模式通过区际协商而建立，接近各法域间签订双边司法协助协议的方式，或者笼统
地说，就是一种区际协议模式。但是，这种协商的结果并非通过双方签署的文件表现出来，
而是各方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与实施，因此，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区际协议。
港澳模式是“一国两制”下的模式。香港和澳门已经回归祖国，是一国之内的两个特别
行政区，其在国内不同法域的地位已经非常明确。因不存在主权问题，解决内地与港澳的法
律冲突相对容易，司法协助也相对单纯。两岸的情况则显然不同，受两岸政治因素等影响，
两岸民事司法协助更加复杂。
两岸民事司法协助的现实可称之为“单向分别立法结合双向协议”模式。“单向分别
立法”在大陆，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从上世纪 90 年代始颁布的送达、认可与执行等方面的
司法解释。在台湾，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 7 条、第 8 条、第 74 条等规
定。因为两岸并没有被推荐的统一的可供参考的文本，此“单向分别立法”显示两岸的自
主立法没有交集的可能与机会。“双向协议”指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以下简称“两
会”)于 2009 年 4 月 26 日签署的《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
《司法互助协议》)。
“单向分别立法结合双向协议”模式是目前两岸司法协助的唯一选择，其优点在于务实
且可行。一方面，面对两岸政治分歧尚未解决的现实，回避政治上的敏感性问题，客观地对
待两岸存在的不同制度和法律，并因应两岸交往的需要，各自立法对相关问题进行规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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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以不违反各自法律规范且留有运作空间为前提，通过这种民间途径达成协议，建立
两岸相互合作的构架，除现时可行，也为未来进一步上升到官方层面解决两岸司法协助问题
提供较好思路和指引。不足在于，两岸各自分别立法带有很强的片面性、单方性及不确定
性，涉及的司法协助范围小，司法协助中限制性条件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司法协助时，
将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影响司法协助的效率。双向协议则只是原则性框架安排，依托于
“己方”规定，不具实际操作性。
以上两种模式之同:均需双方协商，协商结果均要各自执行;均有各自立法。其相异之
一，两岸“双向协议”与“内港安排”和“内澳安排”的性质有别。前者是两岸“两会”通过平等
协商，在一些具体事项上达成共识，从而签订双方协议，以解决相互间的司法协助问题，尽管
有官方授权或委托，但从性质上说，这类协议属于民间协议，其在大陆的直接适用存在法理
疑点;后者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港澳特别行政区商谈的，具有官方性质。之二，协商结果的
表现形式及具体落实有别。之三，内地和港澳各自立法的内容是转化及实施安排，大陆与台
湾各自立法则无共同法源基础。
二、不同区际司法协助模式下区际送达的性质
(一)送达的性质
送达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送达行为为公权力行为抑或私人
行为，反映送达的不同属性。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模式具有浓重的职权主义色
彩，它们把司法意义上的送达认定为“公权力”行为，主张由法院依职权主导且完成，而不主
张由私人送达。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270 条规定:“如果没有其他规定，送达依职权为
之。”意味着如若法律无明文规定，诉讼文件的送达由法院依职权进行，只有在立法明文规定
当事人负有送达义务时，其方可为之。从而形成职权送达为主、当事人申请送达为补充的模
式。日本也实行职权送达主义，把送达视为法院的权限或者责任，以法院职权送达为原则。
日本学者认为，送达属于审判权的行使，为法院一种独立的诉讼行为，也因此能产生一定的
诉讼法上的强制性效果［4］。
在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起着主导作
用。在大陆法系国家看来是属于“公权力”行为的送达，在英美国家则被看成是当事人或其
律师的事情，属于“私人”性质［5］。《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民事诉讼中送达诉讼文
书的人包括当事人、联邦执行官(Marshal)和助理执行官、其他特别委托的人等。这些主体
分别依照不同的程序和方式送达传唤状、诉答文书、其他文书、传票、其他令状等诉讼文
书［4］。在国内的诉讼中，送达通常由专业的私人送达公司或通过原告的律师来完成，根据原
告请求，法院也有职权送达。在域外送达方面，美国法院认为强制性文书的送达具有行使主
权的性质，如果向外国送达，则构成在外国领土内行使主权，因此，未经外国许可，不得执行。
但在外国送达一般通知，则不具有此种性质［6］。
我国现代民事诉讼模式同大陆法系国家诉讼模式如出一辙，又深受前苏联诉讼制度及
其价值取向的影响，表现为超职权主义特征，民事送达制度的构造和运作也不可避免地被打
上超职权主义的烙印［7］。学者认为，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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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8］。区际民事诉讼中的送达，则是指一区司
法机关依据法律或相互签订的协议或互惠将诉讼文书送交给居住在区外的诉讼当事人或其
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9］。这些定义表明，在我国送达被定性为法院的职权行为，送达仅为法
院单方的职责和诉讼义务，其目的主要在于保障诉讼进行。
(二)我国不同区际司法协助模式下区际送达的性质
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复合法域国家，区际司法协助虽有不同模式，但大多数国家在送
达文书方面没有限制。采用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除了最初的法定传票送达对确定
管辖权有决定作用，在诉讼过程中的文书送达则被归属于“私”性质，由当事人或律师所为。
在英国，国内居民能在其境内的英格兰、苏格兰等不同法域自由往来，送达也一般由当事人
本人或其他非官方机构完成①。
我国的区际司法协助，不论是内地与港澳“安排模式”，还是大陆与台湾“单向分别立法
结合双向协议”模式，简言之，皆为具有职权主义特征的送达。
进一步分析，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情形复杂，文书送达也独具特色。从宏观来看，这两
种模式的性质有所不同。内地与港澳的安排由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澳
门特别行政区法务司商谈并达成，由香港律政司提交香港立法会通过后，在香港生效，在澳
门则由行政长官发布，从而使其成为港澳地区成文法渊源的一部分。内地则由最高人民法
院通过司法解释以“安排”形式直接颁布生效，成为内地法律渊源的一部分。这种“区际协
议”的“安排模式”是官方行为。但因“区际协议缺乏宪法定位，区际合作方法缺乏推动区际
合作的上位法律义务，区际合作的原则没有立法基础作为指导等，由此导致最高人民法院作
为大陆法域司法机关代表签署区际协议、其所签署的区际‘安排’直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发
布缺乏立法基础，因而造成区际司法协助‘安排’本身存在法理缺陷。”［10］而且，这种“协商的
结果、各自的规则”［6］从形式看，内地与港澳不存在任何经双方代表正式签署并对外公开的
协作文本;从效力看，虽然两地确有协商过程，但没有形成正式的能约束双方的法律文本，仅
为各自法域内的法律文件，不能超越法域而适用于对方，如果一方不接受委托，也只是对域
内规定的违反。所以，这种表面上的“区际协议”送达模式其实仅为一种基于双方同意的互
惠模式。
大陆与台湾地区间的“双向协议”由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签订，虽然两岸“两会”经
授权有权与对方进行交涉及签订协议，但“两会”在性质上属于民间组织。民间组织签订的
协议，学者认为:其一，在协议为两岸接受之前，其属性仍为仅能约束两个民间组织的“私”协
议，在其为两岸接受之后，才变为两岸各自域内的法律规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因而，两岸
“两会”协议涉及接受与适用两个程序［11］。然而，大陆对“两会”协议的接受与适用没有规
定，呈现出略显混乱的实践。其二，大陆方面没有“两会”协议效力的法律依据，只是在有关
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中零星出现针对某项具体协议的履行作出的规定［12］，从而细化协议所涉
及的内容。就本论题而言，最高人民法院“为落实《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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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香港承袭英国的做法，由当事人或其他非官方机构送达。
议》，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司法互助业务的开展，确保协议中涉及人民法院有关送达文书
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工作事项的顺利实施，结合各级人民法院开展海峡两岸司法互助工
作实践，”制定《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
那么“落实”协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大陆有关部门往往站在政治高度来贯彻实施协议，
实为不妥。
尽管上述“安排”与“协议”的适用均存在法理缺陷，但就送达而言，根据安排，内港相互
委托送达司法文书的机关为内地各高级人民法院和香港高等法院;内澳司法文书送达的机
关为内地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与澳门终审法院。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第 3 条“联
系主体”规定:“本协议议定事项，由各方主管部门指定之联络人联系实施。必要时，经双方
同意得指定其他单位进行联系。”第 7 条“送达文书”规定:“双方同意依己方规定，尽最大努
力，相互协助送达司法文书。”最高人民法院为“落实”这些内容制定上述有关送达的规定。
可见，不论“安排模式”还是“双向协议”模式，送达主体都是法院，不同的是前者是“公权力
下的职权主义”，后者是“私协议下的职权主义”。
所以，从内地与港澳及大陆与台湾的送达模式来看，安排具有公权力属性，两岸“两会”
协议则表现为“私人”性质，但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使有关内容具体化来加以落
实，实际上其实施又转化到公权力。所以，尽管模式不同，外在属性不同，内地与港澳、大陆
与台湾的司法文书送达，主要通过公权力进行。
三、不同区际司法协助模式下区际送达的规定
分析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不同模式下的送达规定，《内港送达安排》于 1998 年 12 月
达成，是港澳回归后最早的区际司法协助安排，《内澳送达与取证安排》于 2001 年 8 月达成，
虽不是最早签署但却是最全面的区际司法协助安排，且内容有很高的实际操作性［10］。就实
施而言，内澳安排更加具有法律上的约束性。如其第 1 条规定:“内地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
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均适用安排。”第 2 条规定:
“双方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均须通过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
法院进行。”而内港安排则只规定:“内地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可以相互委托送达民商
事司法文书。”“均适用”、“均须”与“可以”的文字表达显然存在约束力强弱之差异，后者安
排下通过司法途径进行司法文书送达可能变成一种实际上“可有可无”的任意性选择，而不
是确定性的机制安排［13］。
此外，从结构看，《内澳送达与取证安排》包括四部分，《内港送达安排》则非。从内容
看［10］，首先，“民商事”的界定。内澳安排规定的是广义的民商事案件，在内地包括劳动争议
案件 ，在澳门包括民事劳工案件。这种分别规定和承认的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内澳两法域对
雇佣关系争议定性上的差异。内港安排没有界定“民商事”。其次，司法文书送达的机关。
内澳安排规定为内地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与澳门终审法院之间，没有要求机关
级别的对等。内港相互委托的机关分别为内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与香港的高等法院。再
次，优先处理原则。内澳安排第 5 条规定，受委托法院应优先处理受托事项。这是在总结内
港送达安排执行情况的基础上，从有利于迅速解决内澳两地当事人涉讼纠纷目的出发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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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新原则。第四，不予送达的情况。内澳安排规定基于公共秩序保留原因或不属于法院
职权范围时不予送达，其相较内港安排中“受委托方对委托方送达的司法文书的内容和后果
不负责任”的规定，显然更具确定性。第五，司法文书的范围。内澳安排所包含的司法文书
范围广泛，列举了内地和澳门各自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所有法律文书。内港安排的列举范围
相对较窄。
与港澳相比，两岸双向的司法互助起步最晚，但范围最宽。两岸“两会”于 2009 年签订
的《司法互助协议》涵盖刑事与民事领域，包括文书送达、裁判认可、调查取证、罪赃移交、罪
犯移管各领域。该协议仅仅建立了司法互助的框架性机制，文书送达只规定 1 条 3 款，即第
7 条规定:“双方同意依己方规定，尽最大努力，相互协助送达司法文书。受请求方应于收到
请求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及时协助送达。受请求方应将执行请求之结果通知请求方，并及时
寄回证明送达与否的证明资料;无法完成请求事项者，应说明理由并送还相关资料。”。
不同模式下的送达也有共同点。首先，《内港送达安排》、《内澳送达与取证安排》及两
岸《司法互助协议》委托送达的范围仅限于“司法文书”。这一协助的范围不仅小于港澳回
归前，而且小于《海牙送达公约》及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海牙送达公
约》包括司法外文书的送达，我国与外国签订的 36 个司法协助条约中，基本包括送达司法外
文书。其次，送达途径单一，均只规定委托送达途径，实践中常采用的其他送达方式未在安
排和协议中明确规定。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规定的“双方同意依己方规定，尽最大努力，相
互协助送达司法文书”更不明确、语焉不详。其实，在港澳回归前，它们与内地司法文书的送
达除了依照国际条约等官方途径外，有不少是通过当事人及其亲友、律师或民间团体等非官
方主体完成的。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送达也存在类似情况。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
给在台湾的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问题的批复》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可了由原告直接向台湾地
区当事人送达或转告法律文书的做法。实践中还有大陆法院通过被告公司员工、海协会、海
基会及两岸公证员协会转递的。港澳回归乃至送达安排签订后，民间送达途径仍被内地法
院在实践中继续采用，以克服官方途径程序拖沓所带来的区际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
法院实践也较少采取区际司法合作中的委托送达方式［14］。
再次，类似的“转递”等要求。两个安排均要求内地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审理涉港澳民
商事案件需要委托港澳地区法院送达司法文书时，必须通过上级法院进行转递，两岸协议也
要求“由各方主管部门指定之联络人联系实施”，“司法实践中送达的情况往往难以把握，从
而使司法文书送达问题长时间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影响了案件审理的效率。”①内地与港
澳送达安排及两岸协议对协助期限都有要求，但对各法域提供协助的具体程序、完成期限、
反馈渠道等留待“各自执行”中去“各自掌握”［15］，如《内港送达安排》第 6 条规定:“送达司
法文书，应当依照受委托方所在地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内澳送达与取证安排》第 6 条规
定:“受委托方法院应当根据本辖区法律规定执行受托事项”、《司法互助协议》第 7 条言之
—02—
① 参见刘岚，雪峰:《规范涉港澳送达保障当事人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答记者问》，http:/ /
old． chinacourt． org /html /article /200903 /16 /348558． shtml，2015 年 12 月 5 日访问。
“依己方规定”等，实际实施状况欠佳，不利于成功送达。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最高人民法院
2009 年发布《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2011 年发布《关于人民
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试图通过此类“补丁程序”解
决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送达难问题［15］。但此一“修补”措施却引发学者对另起炉灶架空双
边协商的担忧［16］。
第四，关于拒绝送达的条件。《内澳送达与取证安排》第 8 条与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第
15 条皆规定公共秩序保留作为不予执行委托的条件。公共秩序保留是解决国际法律冲突与
司法协助的基本制度，但大多数复合法域国家反对以此为由拒绝给予区际司法协助。我国
也有学者认为区际送达不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公共秩序问题，因此主张除因地址不详可以
退回请求，原则上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协助送达。其实，我国区际问题复杂，各法域实行不同
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送达上也有必要规定公共秩序保留条款。
四、不同区际司法协助模式下区际送达制度的完善
应该认为，不论内地与港澳还是大陆与台湾的司法协助模式都是建立在一个中国内、不
同法域间关系基础之上的现实选择与客观选择，也是在我国国情下解决我国区际司法协助
的择优模式。因而除了其各具特点外，并不存在模式优劣之别。
如前所述，“安排模式”与“双向协议”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双边协商、分别执行［17］。在这
些司法协助模式下，法院办理的涉港澳台司法协助案件数量持续增长［18］。但内地与港澳仍
存在送达率偏低的问题。两岸司法文书的送达，近年来大陆法院请求台方协助的案件数量
呈上升趋势，一定程度扭转了一直存在的台方请求案件数量大、大陆法院请求案件数相对偏
少的局面，可被大陆司法实务界人士称之为“单边特色现象”［19］仍然存在。我国的区际送
达，存在值得思考与改进的问题。
(一)双边协商、分别执行后的“安排”与“规定”
客观存在的法律冲突及法律制度等差异，使内地与香港的司法协助进程缓慢。对于内
港司法文书送达的困难，香港方面似乎没有做出太多改进措施。内地最高人民法院则通过
制定司法解释的单方改进做法，放宽送达要求，增加送达方式。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规定了诉讼代理人送达，代表机构、分支机
构或者业务代办人送达，邮寄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向受送
达人送达等。该“规定”拓宽了涉港澳送达的方式。然而，“在安排实施效果强差人意时最高
人民法院不是通过磋商进一步改进完善这一合作机制，而是单方出台一套办法以满足内地
的司法效益，使地方法院有了不必＇舍近求远＇的理据，这实际上置送达安排可有可无、可用不
可用的尴尬境地。”［16］
《内港送达安排》与《内澳送达与取证安排》开宗明义其根据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第 95 条、《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93 条。正如学者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安排”是
两地共同实施港澳基本法第 95 条、第 93 条的“实施细则”。两地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与特
别行政区政府代表进行商谈并签署“安排”，乃因两地实施基本法的方式不同而导致。基本
法是内地的一项基本性法律，其具体条款的实施无需制定新的法律，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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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即可实施之。基本法却是港澳的宪制性法律，应由港澳立法机关制定或修改相应法
律以保证其具体条文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与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就两地司法协助问题进
行协商，制定共同规则，并按照各自的法律程序使其在内地和港澳地区实施，保证了司法协
助事宜的有序进行。因此，实言之，“安排”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单方面行为，而是其与特别
行政区政府的共识，是两地司法机关意思一致的表示［2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言明:“为规范涉及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可见，该“规定”并非根据“安排”作出，仅在其第
6 条强调，人民法院向在内地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按照内港安排或者内
澳安排送达。这就是说通过司法协助方式送达仅为送达形式之一。如果签订安排后的送达
仍然主要通过单边方式进行，那么签订送达安排的实践意义何在?这种单方改进的做法因
而受到质疑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双边协商、分别执行后的“协议”与“规定”
两岸“两会”具有民间性的“协议”，仅为框架性规定，需要以适当形式予以转化实施，作
为人民法院的办案依据。同时，“协议”的执行还需进一步补充完善操作性的规程，明确具体
保障性的措施。而且，大陆地区涉台送达司法文书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一级联络窗口，然后层
转有关法院具体办理，影响送达的实际效率。有的法院对“协议”的执行不够熟悉，对涉台司
法互助途径的利用不够充分［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
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的目的是“为落实”“协议”。按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授权
高级人民法院就办理两岸送达文书司法互助案件，建立与台联络的二级窗口。在送达方式
上，“规定”第 7 条总的精神是鼓励并要求法院尽可能采用司法互助途径，以司法互助送达为
向台湾地区送达的主渠道。这就是说，司法互助方式为向台湾地区送达司法文书之首先选
择，对于民事司法文书的送达，至少首次要采用司法互助方式，而且不允许法院未经司法互
助方式即行公告送达［21］。
虽然均为商谈的结果，但从司法效果而言，两岸“两会”协议模式下送达的落实比内港澳
安排模式送达的落实更为直接、积极。两岸送达更看重、强调司法互助方式，大陆方面也积
极建立互助通道，从而送达成效也更加明显。原因之一前已述及，“两会”协议在大陆具有很
强的实质效力，大陆各部门包括司法机关都会站在政治高度来贯彻实施［12］。
当然，现实的复杂性不能指望通过个别规定解决所有问题。两岸文书送达的制度性规
定的效果明显，在涉台司法互助方面同时还存在问题:一是两岸法院和法官普遍反映送达司
法互助程序耗时仍然较长，主要原因在于目前两岸法院尚不能直接开展对口联络而均需通
过有关部门中转。层层报备、层层流转的办理流程会人为地降低司法协助的效率以及相关
诉讼的审理效率，二级窗口尚不足以满足基础法院送达实践的现实需求［22］。二是虽然采职
权主义送达方式，但是因两岸法律对于具体送达方式的规定有所不同，难免会产生协助方按
照己方规定采取的送达方式能否为请求方法院所认可的问题。如台湾地区民事诉讼制度中
的寄存送达、间接送达、留置送达或者由于大陆法律没规定，或者由于规定条件的宽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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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台湾对大陆提供协助时，如何确认这些送达的效力就会存在问题［23］。
(三)不同模式下区际送达具体问题的解决
第一，理顺“协商”与“执行”的关系。《内港送达安排》、《内澳送达与取证安排》与两岸
《司法互助协议》是内地与港澳及两岸协商的积极成果。有关各方应继续落实或做好已签安
排、协议所规定的各项司法协助工作，理顺其相互关系，不断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和办理效率，
尤其着重研究解决内地与香港相互协助送达成功率偏低问题。虽然在官方送达途径运行不
畅时，民间送达成为两岸四地的可选机制，但是，在安排已有规定的情况下，因其适用上的不
便而忽略之，往往会损及双边协商至关重要的互信，因此，除了“补丁程序”作为适应现实需
要的权宜之计，还需进一步协商，对安排的执行设置具体可操作的程序，建立常态化的沟通
磋商机制，完善送达安排中的不足。
第二，探索多途径送达。正如学者所言，双边协商、分别执行均需通过“补丁程序”填补
制度缺漏。然而，这一路径面临着官方政治和法律资源的相对有限性与不断增长的区际民
商事交往需求之间的矛盾。除了官方途径外，需要探索民间多渠道送达。如上海浦东新区
法院破解对港澳台送达难的新举措之一就是“适当认可当事人送达”，“突破送达仅是法院职
责的传统观点，有条件地认可当事人送达的效力，即对于当事人之间传达司法文书、能够证
明送达成功的，认定为送达有效。”①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拓宽了送达途径，包括法院
可以直接送达。中国的区际送达不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法院作为单一送达主体已不符合客
观事实，也不能满足客观需要。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实行不同的司法文书送达制度，特
别是香港采取的是当事人进行主义的普通法民事诉讼程序，其法律并没有对送达主体进行
限制。因此，我国区际送达也应相对减缩法官职权，借鉴英美国家的现实做法，区分不同种
类的文书内容而选用不同的送达主体，确立以法院送达为主、以当事人送达为辅的双轨送达
机制，积极采取多途径送达。
第三，提高委托送达效率。针对繁琐的中间转递环节，可以考虑以一些法院为试点。如
授权广东省涉港案件集中的中级法院向香港高等法院送达，并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两岸
司法互助的二级窗口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基层包括中级法院是两岸司法互助的直接践行
者，开启司法互助的三级窗口，实现基层包括中级法院与台湾地区司法互助窗口的“点对点”
直接接触，有利于提高司法互助的效率［22］。如授权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办理两岸送达文
书的司法互助案件，建立与台湾地区业务主管部门联络的三级窗口，进一步提高送达效率。
当然，实现两岸司法之长久及高效合作是两岸民商事关系发展所需，目前较为原则的司法互
助协议本身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两岸应适时商签有关司法互助的补充协议，明确规定包括
两岸司法文书送达在内的司法互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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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我院探索四项措施破解涉港澳台案件送达难题》，http:/ /pdfy． gov． cn /
pditw /web2011 /xxnr_view． jsp?pa = aaWQ9NDY5MjkmeGg9MQPdcssPdcssz，2015 年 12 月 5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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